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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客观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状况，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特征，从区域产业发展、水资源

状况和生态效益等层面构建长株潭县域层次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

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利用改进的 DPSIR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展开定量评估和趋势预测。研究认为，长

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安全状况整体好转，但存在区域不均衡问题。并从指标体系和政策因素等对造成这种不均衡的

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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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增长。伴随着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导致过量废弃物排放，从而引发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等环境

问题[1]，这不仅影响生态系统的自身完整性和生态服务功能，还会危及生态系统安全[2]。在此背景下，“生态安全”概念应运而

生[3]，Norton等将“生态安全”定义为人类的生存环境能维持自身正常的生存及发展状态，不受外界条件、状态的变化而变化[4]。

对生态安全进行客观评价，有利于及时掌握生态环境状况，从而为生态环境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制定区域科学发展战

略和建设生态文明有重要意义。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5]
，2007年 12月，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国家“两

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的配套试验区[6]。因此，以长株潭城市群县域单元相关数据为样本，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

估，对提高该区域乃至全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安全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通过研究 DPSIR 概念模型[7-9]、网络 DEA 模型[10]等生态安全模型，对生

态安全话语权的争夺[11]、生态安全与经济福祉[12]、生态环境保护[13]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将生态安全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

福祉、环境保护等方面，使生态安全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国内学者对生态安全的研究涉及农业[14]、土地[15]、森林[16]、湿地[17]、

草原[18]、水资源[19]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视角对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大多数学者所研

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特定省市以及京津翼等较大城市群，对长株潭城市群等小型城市群研究较少，尤其缺少研究以县域为单位

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估。本文从区域产业发展、水资源状况和生态效益等层面构建长株潭县域层次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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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进的 DPSIR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展开定量评估和趋势预测。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中国湖南省中东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 3个城市（111°58′38″E～114°13′20″E,26°18′19″N～

28°41′72″N），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6～19℃，降雨量 1230～1700mm。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

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 20km，结构紧凑。该区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实验区。2018年三市常住人口数为 1504.05万人，GDP达 15796.31亿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大，

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安全遭受巨大威胁，亟待解决。 

1.2研究方法 

1.2.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由美国运筹家 T.L.Saaty 教授提出[20]，是将决策问题的相关元素分解成若干层次，构建一个有序的层次结构模

型，以此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一种决策方法。这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了简便的决策方

法，所需定量数据信息比较少，具体步骤如图 1。 

 

图 1层次分析法步骤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决策问题层次化，如基于 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排序。 

(2)构建判断矩阵 M。采用 1～9标度法（表 1），标度两两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构建判断矩阵 M。 

表 1判断矩阵 1～9标度法 

Mij取值 意义 

1 i指标与 j指标相比，同等重要 



 

 3 

3 i指标与 j指标相比,i指标稍微重要 

5 i指标与 j指标相比，指标明显重要 

7 i指标与 j指标相比，指标强烈重要 

9 i指标与 j指标相比，指标极端重要 

2、4、6、8 上述相邻标度结果的中间程度 

 

(3)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和特征向量，并将其归一化。 

(4)通过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计算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CI: 

 

(5)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 CR通过公式（2）计算得出： 

 

式中：RI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依矩阵阶数的变化而变，查表得出对应值。当 CR<0.1时，才认为通过一致性检验，才是

可靠的，说明权重分配合理。 

1.2.2熵权法 

熵是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C.E.Shannon将熵改造为信息熵，表征不确定性的度量[21]。如指标的信息熵越小，则提

供的信息量越大，权重就应该越高；信息熵越大，权重则越小。对此，可通过计算指标的熵值以判断其信息量，从而得出该指

标的权重。具体步骤方法如下： 

(1)数据无量纲化。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需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采用 Z-score标准化对原始数据无量纲化，

因为 Z-score标准化在计算过程中应用了所有的数据信息，既消除了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也消除了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
[22]
，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ij为处理后的指标值；xij为指标的原始数据；xj为该项指标的平均值；S为标准差。如经 Z-Score标准化处理的数据

产生负值，则需进行坐标平移，方法如下： 

 

式中：yi'j为经坐标平移处理后的标准化值，依 yij的最小值确定 Z的数值，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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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指标比重。第 j项指标在第 i年的值 yij在所有统计年份中的比重 Rij，计算方法如下： 

 

(3)计算指标熵值。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j，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k=1/lnm;m是统计年份。 

(4)计算差异性系数。给定的指标的差异性系数越小，则说明该指标越不重要，当 xij相等时，ej=1，对综合评价的效用值是

0；反之，差异性系数越大，说明指标越重要[13]。差异性系数 gj计算如下： 

 

(5)计算指标权重。第 j项指标的指标权重 aj: 

 

1.2.3改进的 DPSIR模型 

DPSIR概念模型是对以往概念模型的扩展和改进，能更细化地描述生态安全系统的运行过程，并通过 5个维度间的因果关系

构建复合的系统框架。本文将 DPSIR概念模型作为生态安全系统的基本形态，并依据欧洲环境署（EEA）的相关概念，结合国内

外相关研究[23]，总结和整理出一般性的 DPSIR框架结构，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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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PSIR概念模型 

本研究根据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特点，对 DPSIR模型进行改进，并对其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响（I）和响应

（R）五类指标因子进行区域化修正，加强了概念模型中的过程链研究。一般性的 DPSIR模型中的驱动力因子，更多偏重于非环

境因素，忽略生态因子，大多指向造成生态环境变化的潜在原因。改进的 DPSIR 模型能有效地反映生态系统的因果关系，是评

价城市群生态环境安全的适宜方法。 

本研究将改进后的 DPSIR 模型应用到长株潭城市群尺度上，五类指标完整地体现了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环境安全变化的

综合情况，更能揭示潜在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给城市群生态环境安全造成“压力”，引起城市生态、资源环境的“状态”改

变，进而“影响”城市的活动，促使一系列“响应”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图 3）。 

2 实证研究 

2.1研究对象选取及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县域划分作为基本单位，依据区域产业发展、水资源状况和生态效益等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状

况进行综合考量，选取长株潭所有县、区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含长沙市区、长沙县、望城区、宁乡县、浏阳市、株洲市区、

株洲县、攸县、茶陵县、炎陵县、醴陵县、湘潭市区、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 

同时，本研究基于“驱动力（driving）—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DPSIR）

模型，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环境安全指标体系见表 2，该指标体系包括 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15个具体评价指标。 

 

图 3改进的 DPSIR模型 

表 2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准则层（C） 分目标层（S） 指标层（I） 指标意义 

驱动力（D） 
经济发展 

社会活动 

GDP（亿元）C1 

城镇化率（％）C2 

人口自然增长率（％）C3 

表征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的整体实力 

表征城市工业发展水平及竞争力，工业化（城镇化）水平

指数 表征人口增长的情况与劳动力发展后劲 

压力（P） 

开发压力 

资源需求压力 

生态压力 

乡村人口数（万人）C4 

工业增加值（亿元）C5 

规模能源消耗量（104t标准煤）C6 

长株潭一体化越充分，开发越大，乡村人口数越多 工业生

产对水资源造成的压力 

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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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S） 
供给能力 需求状

态 服务效果 

水库容量（108m3）C7 

有效灌溉面积（103hm2）C8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
3
hm

2
）C9 

城市水资源调节供给能力 需求的主要用途 

生态服务功能 

影响（I） 

环境综合影响 生

态环境影响 社会

影响指数 

农林牧渔产值（亿元）C10 

粮食产量（万 t）C11  

人均 GDP（万元）C12 

表征整体的环境质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表征城市灾害、开发、挖掘和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表征对人们生活状态、水平的影响 

响应（R） 
社会经济 

污染控制 

森林覆盖率（%）C13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C14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C15 

对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视程度 表征产业转型和经济质量水

平 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强度和管理水平 

 

2.2指标权重计算与属性确定 

采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即分别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

将两者的计算结果优化组合，得出长株潭县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权重。 

2.2.1主观权重的计算 

选用层次分析法对研究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主观权重进行计算，并综合各位专家对指标两两比较的结果，得出各指标

主观权重见表 3。 

2.2.2客观权重的计算 

研究选用熵权法对研究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进行计算，并综合各位专家对指标两两比较的结果，得出各指标

客观权重见表 4。 

2.2.3综合权重计算与指标属性确定 

层次分析法主要通过专家和当地居民的经验等确定主观权重，能够反映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但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而熵

权法主要考虑指标数据的信息量及各指标的内在联系程度，但需大量的历史数据做支撑，得到的权重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因

此，本研究将基于以上两种赋权方法的优劣，对两两结果进行优化组合，得到综合指标权重见表 5，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ωj是主观权重；aj是客观权重；一般 t=0.5。 

得出综合权重之后，对其指标属性进行确定，即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是影响评价结果的关键因素
[24]

。不同研究的观点

差异比较大，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实际和前期相关研究，与专家、团队成员商议，确定指标属性。 

表 3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环境安全评价指标的主观权重 

因子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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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 0.1698 城镇化率 0.0386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687 

  GDP 0.0625 

压力 0.2145 规模能源消费量 0.0668 

  工业增加值 0.0752 

  乡村人口数 0.0725 

状态 0.2243 农作物播种面积 0.0784 

  有效灌溉面积 0.0746 

  水库容量 0.0713 

影响 0.2316 粮食产量 0.0839 

  农林牧渔产值 0.0819 

  人均 GDP 0.0658 

响应 0.1598 森林覆盖率 0.0581 

  第三产业增加值 0.0522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0495 

 

表 4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 

因子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驱动力 0.1640 城镇化率 0.0438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737 

  GDP 0.0465 

压力 0.2143 规模能源消费量 0.0646 

  工业增加值 0.0626 

  乡村人口数 0.0871 

状态 0.2375 农作物播种面积 0.0826 

  有效灌溉面积 0.0762 

  水库容量 0.0787 

影响 0.2332 粮食产量 0.0815 

  农林牧渔产值 0.0805 

  人均 GDP 0.0712 

响应 0.1510 森林覆盖率 0.0565 

  第三产业增加值 0.0420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0525 

 

2.3长株潭城市群县域水平生态安全评价 

2.3.1定量评估与安全等级 

选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评价，该方法基于线性模型，简单有效，所得结果科学可靠，能够计算评价体系中每项指标的评价值，

有利于每项评价指标分析[25]。依托我国的五年计划发展规划，“十五”计划因为数据收集问题采用 4年时间（2002—2005），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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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能说明期间状态趋势，2006—2010年是“十一五”，2011—2015年是“十二五”，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分

析跨 4个“五年计划”。除 2016年数据作为预估判断以外，我们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三个五年计划的长株潭

生态安全指数依照前面方面做出定量评估，结果见表 6。需要说明的是，三市的传统市区，作为一个县域地理单元，例如长沙市

五区，难以单独评价，但望城区、长沙县（包括星沙区）又基本上是独立单元，故单独评价。 

表 5湘江流域县域生态环境安全评价指标的属性与综合权重 

因子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驱动力 城镇化率 正 0.0412 

 人口自然增长率 负 0.0712 

 GDP 负 0.0545 

压力 规模能源消费量 负 0.0657 

 工业增加值 负 0.0689 

 乡村人口数 负 0.0798 

状态 农作物播种面积 正 0.0805 

 有效灌溉面积 正 0.0754 

 水库容量 正 0.0750 

影响 粮食产量 正 0.0827 

 农林牧渔产值 正 0.0812 

 人均 GDP 正 0.0685 

响应 森林覆盖率 正 0.0573 

 第三产业增加值 正 0.0471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正 0.0510 

 

表 6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指数定量评估和评价等级 

地区 
2002-2005年 2006-2010年 2011-2015年 

评估值 评价等级 评估值 评价等级 评估值 评价等级 

长沙市区 0.5145 安全 0.5490 安全 0.5181 安全 

长沙县 0.5588 安全 0.5936 安全 0.5008 安全 

望城区 0.4971 轻度预警 0.5094 安全 0.4699 轻度预警 

宁乡县 0.4995 轻度预警 0.5717 安全 0.5359 安全 

浏阳市 0.4484 轻度预警 0.5452 安全 0.5383 安全 

株洲市区 0.4455 轻度预警 0.4486 轻度预警 0.5162 安全 

株洲县 0.6746 非常安全 0.5921 安全 0.3623 中度预警 

攸县 0.4343 轻度预警 0.5257 安全 0.5683 安全 

茶陵县 0.3809 中度预警 0.5689 安全 0.6041 较安全 

炎陵县 0.4308 轻度预警 0.4751 轻度预警 0.5561 安全 

醴陵县 0.4404 轻度预警 0.5382 安全 0.5847 安全 

湘潭市区 0.4321 轻度预警 0.4771 轻度预警 0.5316 安全 

湘潭县 0.5147 安全 0.5805 安全 0.5069 安全 

湘乡市 0.4892 轻度预警 0.5789 安全 0.5423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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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市 0.3806 中度预警 0.5393 安全 0.5593 安全 

 

2.3.2结果分析 

依据表 6，从定性而言，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整体走向安全，说明该区域生态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逐个指标定量分

析，又显示出长株潭城市群治理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存在。如 15年来一直处于安全状态区间的长沙市区、长沙县、湘潭县，其

安全指数是波动的，而且总体上这 3 个单元都体现下降趋势。生态环境安全指标出现频率是基于某一等级生态指标超出阈值的

次数与生态灾难系列年数的比值[26]，这不仅反映不同等级的生态环境安全指标在时间序列上的稀密程度，也反映了各个阶段的

生态环境安全变化程度[27]。为揭示不同等级的生态环境安全指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根据各时期 DPSIR 指标，将长株潭城市群

近 15年的生态环境安全指标状况进行周期性分析，结论如下： 

(1)生态安全指数呈波折上升趋势。根据图 4可以看出，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环境安全指数在不同阶段的演变过程中呈现

波谷、波峰相间交替规律，其中在 2008 年，长株潭城市群总体生态安全突然下降，一直波动到 2011 年才逐步回升，主要原因

是 2008年的冰灾对整个长株潭城市群植被、农作物等造成严重破坏。 

 

图 4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安全演变趋势 

(2)生态环境安全程度的区域分异规律。为了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环境安全程度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县域 DPSIR指

标度量各县（市）生态环境安全程度，结果如图 5 所示。由于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是以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或生态条件）的安

全为思考的主体，县域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的差异造成了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因素在各县域也存在着区别[28]。 

就整个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环境的改善而言，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15 年来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但状态

与响应却得到逐步改善，这说明生态环境保护执行到位，可是影响结果却是下降的，这就意味着长株潭地区环保政策或者体制

内部存在矛盾，因为响应指标与影响指标出现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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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指标趋势 

3 结论 

(1)有不少县域的生态环境安全的评价值呈波动下降趋势，如长沙县 2011 年的评价值最低，仅为 0.3967,2006 年评价值达

到最高，为 0.6433。这主要与长株潭城市群产业转移有关。 

(2)驱动力是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潜在原因，驱动力因子选取 GDP、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三项指标。从权重看，GDP

为最主要的指标，呈逐年下降趋势；城镇化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具有较大波动，这与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相关。 

(3)从评价值来看，状态指标跟着压力指标在波动，且波动曲线趋势呈现相似性。如长沙县 2010 年是最糟糕的状态，2013

年有明显的改善，说明生态环境状况改善。从近 15年的原始数据分析，2010年水库库容量由 2009年的 1.8196亿 m3遽然下降到

2010年 0.6644亿 m3，有效灌溉面积由 2009年 4.80万 hm2下降到 2010年的 3.66万 hm2和 2011年 2.71万 hm2，究其原因是长沙

县这两年大规模建设（2008年国家 4万亿投资政策见效），既破坏了水库也占用了大量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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